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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涉外结婚数量的不断增多，北京逐渐跻身我国涉外婚姻密集地区之列。
基于 2004 ～ 2011 年北京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表明，北京近年的涉外婚姻依然具有中国早期

涉外婚姻所表现出的外嫁婚为主、再婚者比例偏高、外嫁婚夫妇年龄差偏大等特点，但不平

衡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此外，涉外婚姻者普遍学历较高， “高知组合”占有较大比

重。针对离婚数据的分析显示，尽管北京近年的涉外离婚量和离结率均有显著提高，但与国

内离婚情况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闪离”现象也并不普遍。总体而言，北京近年的涉外婚

姻所展示出的特点和变动趋势是积极的;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涉外婚姻也将进一

步走向理性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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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ross-nation marriages in recent years，Beijing has
gradually ranked itself among the regions with intensive cross-nation marriages in China． The
analysis based on 2004 － 2011 Beijing marriage registration data shows that，cross-nation marriages
in recent Beijing still possess the features once characterized Chinese early cross-nation marriages，
such as more mainland females marrying overseas males and larger age gap between the couples，and
more remarried persons among the correspondents． However，the situation has been improved a lot
in the case of Beijing． Moreover，well-educated couples account for a high proportion in Beijing．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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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ther hand，although both the amount of divorce and the ratio of divorce to marriage rise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years，the levels are still low as compared to those of domestic divorce，and
the phenomenon of“lightning divorce” is not common either． In sum，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ing trend demonstrated by Beijing cross-nation marriages are somewhat positive． Along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there should be more rationality and equality in the cross-nation
marriages．
Keywords: cross-nation marriage; marriage pattern; Beijing

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涉外婚姻都被视作特定群体的 “小众行为”; 涉外婚姻曾经

被贴上“宾馆夫妻”、“跳板婚姻”等种种负面标签，外嫁的女性也大多背负着 “以青春换金钱”、
“崇洋媚外、爱慕虚荣”之类的歧视性评价。如今，随着我国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以及社

会开放度的不断提高，涉外婚姻作为中外交往家庭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已不再神秘和另类，人们正在用

日益宽容和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种跨越种族和文化的联姻，我国涉外婚姻的模式和特点也必然随经济

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改变。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涉外婚姻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渊源，因此，针对特定地区的研究相对

于全国总体水平的分析更有意义。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具有很高的社会开

放度，涉外婚姻的发展也相当迅速。本文将就北京近年来的涉外婚姻状况进行分析，揭示其特点和发

展趋向。

一、研究背景及相关研究述评

涉外婚姻即中国公民与外国公民之间的婚姻，又称跨国婚姻; 广义的涉外婚姻还包括中国内地公

民与华侨及港澳台地区的公民之间的通婚。从法律的角度讲，涉外婚姻的缔结地可以在夫妇双方任何

一方所在的国家，也可以在第三地，但国际私法和中国民法均尊重和承认婚姻缔结地的法律［1］。本

研究主要关注在中国内地登记的涉外婚姻。
目前针对我国涉外婚姻的研究并不是很多，较为吸引研究者注意力的包括广东、福建等地的

侨乡和广西、云南、东北等地的民族边境地区，以及经济发展迅速的对外开放城市上海和广州等

地区的涉外婚姻。这些地区的涉外婚姻有其各自的渊源和特点，也反映了促成涉外婚姻的不同

要素。
亲密交往和文化认同是涉外婚姻形成和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交往机会的多少又与空间距离密切

相关; 这样，地域上的毗邻和接近，以及相通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便成为促成跨境通婚的有利条件。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我国朝鲜族居住最集中的地区，绝大多数的涉外婚姻都是与韩国的通婚［2 ～ 4］; 处

于中缅、中越边境的广西和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与越南、老挝和缅甸的涉外婚姻比例相当高［5 ～ 6］;

而在与台湾地区隔海相望的福建沿海地区，与台胞的通婚则是其涉外婚姻的主体［7 ～ 8］。
如果说地域的邻接和语言文化的相近是有利于跨境通婚的 “先天”自然条件，那么对外开放、

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便是促进涉外婚姻的重要的 “后天”社会条件。我国涉外婚姻最为密集的广东、
福建和上海三地均是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地区，广东的涉外婚姻即起步于与香港、澳门等地的密切经

济往来［9 ～ 10］; 福建省的涉外婚姻集中在开放最早的 4 个城市———福州、厦门、泉州和漳州，通婚对

象多为经济文化交流最为频繁的台胞和华侨［11］; 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上海涉外婚姻中的外

方人员的国籍分布相对较广，但比重最高的还是与其经济文化往来最为密切的日本［12 ～ 13］。此外，独

特的旅游和文化资源也是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在促进中外交流的同时也为涉外婚姻创造了机会，比

如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桂林，便是广西涉外婚姻最集中的地区［14］。
尽管各有特色，但自改革开放以来至 21 世纪初，各地的涉外婚姻还是表现出了一些共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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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概括为三个“不平衡”。首先是 “嫁出”和 “娶入”的不平衡，即各地的涉外婚姻均以内地女

性的外嫁婚为主，而且比例几乎都在 90% 以上; 其次是年龄上的不平衡，即夫妇年龄差距大，外籍

丈夫比内地妻子大一二十岁的情况相当普遍; 最后是婚次状态的不平衡，即相对于内地婚配，涉外婚

姻的人群中以再婚者居多，外籍的一方尤甚。
对于涉外婚姻所表现出的这种 “不平衡”的特征，很多研究从婚姻梯度和交换理论的视角做出

解释。一方面，就婚姻匹配的世俗惯性而言，男性往往与各方面条件略低于自己的女性结合，即采取

“男高女低”的向下婚模式［15］; 另一方面，作为理性人的择偶双方又希望通过 “交换”有形或无形

的资源而实现“互惠”，男方的资源通常体现在社会经济特征方面，比如学历、职业和收入等，而女

性的优势往往在于年龄、相貌和气质［16 ～ 17］。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尚不

发达的年代，何以出现众多的“以青春兑换婚姻”、“牺牲一人幸福，改善家庭经济”的 “交易式”
的外嫁婚。在延边地区，有相当多的朝鲜族女性以自己的 “青春”换取韩国男性的 “优越居住资

源”，而在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延边的对韩通婚数量急剧下降［18 ～ 19］，可见早期的涉外婚姻确

实带有比较浓厚的功利色彩。外籍男性在身份上的优势地位加重了婚配的交换砝码，客观上也拉大了

双方在年龄、婚史、文化素质等其他条件上的差距; 因此，一旦物化的优势不再突出，不平等的交换

关系就难免会影响到婚姻的稳定性，这也是涉外婚姻大多不够持久的重要原因［20 ～ 21］。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社会文化和对外关系也经历着巨大的变迁，涉外

婚姻必然随之表现出新的模式特点和发展趋向。但是对于近年来的涉外婚姻状况，除了偶有针对典型

地区的案例研究［22 ～ 24］，基于大样本数据的深入分析则很鲜见，从而使我们难以对总体现状有所把

握，而针对北京市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或可弥补此不足。与广东、上海等地相比，北京一直以来都不

是我国涉外婚姻的热点地区，既有的涉外婚姻相关文献中也极少论及北京的情况。事实上，集首都、
历史文化名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等多种身份于一体，以建设世界城市为目标的北京，本身具备丰富

的涉外婚姻形成和发展的资源条件; 了解北京涉外婚姻的特点和发展趋向，对于认识我国的现代化进

程和社会开放性具有重要的前沿意义。

二、数据来源和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市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库①，涉及北京市范围内的 19 个婚姻登记处

( 包括 1 个市级和 18 个区县级的婚姻登记处) 所采集的信息，包含 2004 年 1 月 1 日 ～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共 8 年期间的总共 1497162 条婚姻登记信息，其中结婚登记记录 1146209 条，离婚登记记录

217105 条 ( 其余为结婚证和离婚证的补领业务记录) 。涉外登记数据包括涉外结婚记录 8198 条 ( 占

结婚登记量的 0. 72% ) 和涉外离婚记录 639 条 ( 占离婚登记量的 0. 3% ) ; 该数据库中定义的涉外婚

姻不仅包括内地居民与外籍人士的通婚，还包括与港澳台地区人员、华侨及出国人员的通婚。数据库

中详细记录了夫妻双方的登记日期、出生日期、民族、国籍、婚次状态、户籍性质和文化程度等

信息。
同普查数据或抽样调查数据相比，婚姻登记业务数据相对全面和准确。一方面，该数据包含

了最近 8 年在北京市民政部门进行婚姻登记的所有夫妇的信息，避免了抽样调查中常见的样本偏

差问题; 另一方面，婚姻登记部门在办理业务时，会对登记者的网上信息与其申请材料中填写的

信息同时进行审查，这种双重核实的程序确保了每一对夫妇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基于该数据

集，我们在了解北京近年来涉外婚姻状况的同时，还可将其与国内通婚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此

外，本文也参考了国家民政部门的相应宏观统计数据，以了解北京的涉外婚姻在全国各地区中的

相对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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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京近年涉外婚姻的总体情况

1． 涉外婚姻的数量和近年的时序变动

为了从总体上对北京市的涉外婚姻数量和特征有所把握，笔者系统梳理了 2004 ～ 2010 年的与涉

外婚姻相关的宏观统计数据，并进行了一些计算和比较，具体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2004 ～ 2010 年北京涉外婚姻的总体时序变化情况
指标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涉外结婚总量 ( 对) 974 937 1172 991 1165 1176 1085
占全国涉外结婚的比重 ( % ) 1. 53 1. 46 1. 72 1. 94 2. 29 2. 39 2. 37
结婚中涉外结婚所占比重 ( % ) 0. 77 0. 97 0. 72 0. 84 0. 79 0. 65 0. 79
全国结婚中涉外结婚所占比重 ( % ) 0. 73 0. 78 0. 68 0. 52 0. 46 0. 41 0. 40
涉外结婚比重的全国排名 ( 位) 11 10 10 6 7 8 5
涉外结婚比重排名 1 ～ 5 的省市 福建 福建 福建 海南 福建 福建 福建

海南 海南 海南 福建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广东 上海 海南 黑龙江 黑龙江

广东 广东 上海 广东 广东 广东 海南

黑龙江 广西 黑龙江 辽宁 黑龙江 海南 北京

涉外结婚中的外嫁婚比重 ( % ) 72. 07 72. 68 73. 29 70. 84 71. 16 68. 62 66. 27
全国涉外结婚中的外嫁婚比重 ( % ) 84. 98 67. 20 74. 31 83. 35 82. 65 82. 23 81. 35
外嫁婚比重的全国排名 ( 位) 27 22 23 26 26 27 26

数据来源: 涉外结婚总量的数据来自 2005 ～ 2011 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的“结婚登记”，比重和排名等指标基于全国及各地
区相应数据计算和比较得到。

注: 民政统计年鉴数据中的“涉外婚姻”不包含与出国人员通婚的情况，这一点与北京市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库的定义有所不同，
因而二者在统计结果上也略有差异。

北京市 2004 年以来的涉外婚姻量大致在每年 1000 对的水平上下波动，相应的，涉外婚姻占结婚

总量的比重在 0. 7%左右变化。而就全国平均水平来看，涉外婚姻的比重一直低于北京市且表现出下

降趋势; 此外，北京市涉外婚姻占全国涉外婚姻的比重呈上升态势，其涉外婚姻占婚姻总量比重的排

名也从中上游的位置逐步跻身前五名的行列，仅次于福建、上海等典型地区，可见北京也逐渐成为我

国涉外婚姻较为密集的代表性城市。
就涉外婚姻的组合方式来看，有内地女性与外方男性结合的 “外嫁婚”，也有内地男性与外方女

性结合的“外娶婚”。一直以来我国的涉外婚姻都以外嫁婚为绝对主体，广州市 1980 年代初的外嫁

婚占到涉外婚姻的 95% 以上［25］，福建省 198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中期的外嫁婚比重一直保持在

90%以上［26］，上海市 1996 ～ 2002 年的涉外婚姻中，外嫁婚的比重仍高达 88. 9%［27］。2004 年以来，

全国层面的外嫁婚比重基本维持在 80% 左右的水平，北京市的涉外婚姻虽然也以外嫁婚为主，但比

重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表现出递减趋势; 就地区排名来看，北京的外嫁婚比重在全国始终处于

偏末端的位次，这意味着北京涉外婚姻中的外娶婚在各地区中表现相对突出，“嫁出”和 “娶入”相

对更加平衡。
2． 涉外婚姻的国家和地区分布

如果说涉外婚姻的数量反映了特定地区的社会开放程度，那么涉外婚姻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的数

量更进一步反映了该地区对外联系的广度。基于北京婚姻登记数据的统计，2004 ～ 2011 年北京市

7011 例涉外婚姻共涉及 108 个国家和地区①，其中 5243 例外嫁婚中的外方男性分布在 107 个国家和

地区，1768 例外娶婚中的外方女性分布在 69 个国家和地区。
在表 2 中，我们将涉外婚姻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按照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分别进行了适当归

并，然后考察外方人士在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的分布情况。
依据通婚量的大小，表 3 进一步将涉外婚姻中的外方男性和女性的所在地分别做了统计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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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截取了排名在前 15 位的国家和地区。

表 2 2004 ～ 2011 年北京市涉外婚姻在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的分布情况

分类依据 国家类型
外嫁婚中的外方男性 外娶婚中的外方女性

频数 比例 ( % ) 频数 比例 ( % )

经济发展水平 发达国家 4407 84. 05 1337 75. 62
新型工业化国家 645 12. 30 274 15. 50
欠发达国家 191 3. 64 157 8. 88

地理位置 欧洲和北美 3066 58. 48 557 31. 50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2043 38. 97 1195 67. 59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54 1. 03 11 0. 62
撒哈拉以南非洲 50 0. 95 3 0. 17
阿拉伯国家 30 0. 57 2 0. 11
合计 5243 100 1768 100

数据来源: 笔者根据北京市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库计算。其中，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对国家的分类标准参考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UNDP) 发布的《2010 年人类发展报告》和帕维尔 ( Pawet) 的研究［28］; 依据地理位置对国家的分类标准参考了 UNDP 发布的
《2011 年人类发展报告》。

表 3 2004 ～ 2011 年北京市涉外婚姻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排名

排序
外嫁婚中的外方男性 外娶婚中的外方女性

国家 /地区 频数 比例 ( % ) 国家 /地区 频数 比例 ( % )

1 美国 1092 20. 83 港澳台地区 369 20. 88
2 港澳台地区 737 14. 06 日本 253 14. 31
3 加拿大 654 12. 47 澳大利亚 196 11. 09
4 日本 412 7. 86 美国 181 10. 24
5 澳大利亚 381 7. 27 加拿大 176 9. 95
6 英国 317 6. 05 韩国 129 7. 30
7 法国 244 4. 65 马来西亚 49 2. 77
8 德国 222 4. 23 俄罗斯 42 2. 38
9 韩国 221 4. 22 新西兰 37 2. 09
10 马来西亚 83 1. 58 新加坡 36 2. 04
11 意大利 73 1. 39 越南 32 1. 81
12 新西兰 69 1. 32 泰国 31 1. 75
13 荷兰 68 1. 30 法国 27 1. 53
14 瑞典 63 1. 20 德国 26 1. 47
15 新加坡 48 0. 92 英国 26 1. 47
— 其他国家和地区 559 10. 65 其他国家和地区 158 8. 92

合计 5243 100 1768 100
数据来源: 笔者根据北京市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库计算。

综合表 2 和表 3 的统计结果可见，北京市涉外婚姻所反映出的对外联系体现了 “分散与集中并

存”的特点。一方面，不论从经济发展还是地理位置的角度，涉外婚姻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均分布

广泛，特别是外嫁婚; 另一方面，通婚对象集中于欧洲、北美和亚太地区，且以与发达国家的通婚为

主。就具体的国家和地区来看，与排位前 15 名的国家和地区的涉外婚姻量分别占到外嫁婚和外娶婚

的 89. 35%和 91. 18%，特别是中国港澳台地区、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北京与上述 5 地

之间的涉外婚姻量占涉外婚姻总量的比重达 63. 5%。当然，外嫁婚和外娶婚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前者的通婚地偏重于欧洲和北美，后者则更多地集中在亚太地区，而且外娶婚中与非发达国家通婚的

比重要明显高于外嫁婚。
尽管从国家分类的角度讲，我国仍处于 “新型工业化国家”之列，但北京的很多经济社会发展

指标已经逐步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①。从这个角度来讲，北京涉外婚姻的变动趋势和涉外婚姻区

域的分布特点是符合同类婚原则和婚姻梯度理论的预期的。

·13·
① 资料来源: 北京迈入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 ［N］． 法制晚报，2012 － 06 － 07 ( a16 － a17) 。



四、北京涉外婚姻的匹配特点

婚姻的本质是一种以感情为基础的匹配行为。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各方面发展状况都还比较落

后的情况下，涉外婚姻一度充满了功利色彩和交易意味，因而出现了不少匹配失衡的畸形婚姻。2000
年以来，随着我国国力的强盛，这一状况也在慢慢改观。通过对北京市婚姻登记数据中涉外婚姻和国

内通婚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北京近年的涉外婚姻表现出如下特点。
1． 从婚次状况看，涉外婚姻中再婚者所占比重较高

在北京涉外婚姻的婚次状况构成中，再婚者所占的比重相当高。由表 4 可见，外嫁婚中的外方男

性有超过 4 成的人为再婚，外娶婚中的再婚外方女性也超过了 3 成; 而在国内婚中，内地男女再婚者

的比重均不足其一半。不过从时序上看，外方再婚者的比重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递减趋势。

表 4 涉外婚姻与国内婚姻中的再婚者所占比重 %

年份
外娶婚 外嫁婚 国内婚

内地男性 外方女性 外方男性 内地女性 内地男性 内地女性

2004 33. 30 30. 74 42. 01 28. 37 15. 01 13. 22
2005 30. 81 30. 91 42. 68 35. 18 18. 74 17. 02
2006 34. 22 34. 22 42. 76 30. 78 14. 27 12. 46
2007 34. 98 33. 96 42. 63 35. 13 18. 71 16. 53
2008 31. 72 29. 07 40. 19 30. 57 17. 15 15. 19
2009 30. 12 28. 57 39. 33 32. 93 16. 20 14. 30
2010 34. 31 28. 47 37. 21 30. 59 20. 18 18. 03
2011 32. 32 28. 05 37. 11 29. 11 17. 78 15. 55
平均 33. 31 30. 37 40. 69 31. 53 17. 10 15. 12

数据来源: 笔者根据北京市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库计算。

表 5 2004 ～ 2011 年北京市涉外婚姻与国内婚姻的婚次匹配分布情况

婚次匹配类型
外娶婚 外嫁婚 国内婚

频次 比重 ( % ) 频次 比重 ( % ) 频次 比重 ( % )

男女均初婚 1006 56. 90 2663 50. 77 898510 79. 04
男初婚女非初婚 173 9. 79 446 8. 54 44072 3. 88
男非初婚女初婚 225 12. 73 928 17. 69 66712 5. 87

男女均非初婚 364 20. 59 1206 22. 99 12755 11. 22
合计 1768 100 5243 100 1136849 100

数据来源: 笔者根据北京市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库计算。

从表 4 还可看到，涉外婚

姻中内地男女的再婚比重也非

常高，外嫁婚中的内地女性再

婚比重甚至高于外娶婚中的外

方女性，外娶婚中内地男性的

再婚比重也一直保持在 30%
以上。

再由表 5 所示的涉外婚与

国内婚的婚次匹配分布的对比

情况可以看出，涉外婚姻中的

初婚结合率大大低于国内婚，

而再婚 组 合 则 相 对 普 遍; 另

外，涉外婚中非初婚男性与初

婚女性组合的比重均高于相反

的组合情形，表明非初婚的女

性相对于男性在涉外婚姻市场

中依然处于不利地位。
涉外婚姻中再婚情况偏多

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角度理

解。一方面，涉外婚姻中通常至少有一方会经历长期的境外工作或生活，分居两地无疑会使其婚姻解

体的概率增大 ( 在其为已婚的情况下) ; 另一方面，能够接受涉外婚姻的人通常在观念上也更加开

放，因而也不排除一些人在利益驱动下抛弃既有家庭转向涉外婚姻的可能。再有就是，我国的文化观

念和舆论氛围对于离婚者多少存有偏见 ( 特别是对女性) ，而倡导婚姻自由平等的国际主流文化对此

则相对包容很多，因此，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内地的失婚者转向涉外婚姻也不失为重获家庭幸福的

有效途径。
从比较的视角看，尽管北京近年的涉外婚姻在婚次匹配方面依然延续了 “再婚者偏多”的特点，

但是相对于 2002 年上海涉外婚姻中男性 45. 1%、女性 50. 3% 的再婚比重［29］，北京近年的情形已经

有了很大程度的转变。
2． 从教育水平看，涉外婚姻者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高知组合”占有较大比重

在表 6 中，我们分别计算了涉外通婚和国内通婚人群的学历分布情况; 表 7 通过对不同文化程度

赋值 ( 1 = 小学及以下，2 = 初中，3 = 高中 /中专 /职高 /技校，4 = 大专 /本科，5 = 研究生，下同) 具

体计算了各类人群的平均学历等级及夫妇间的学历差距。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无论男女，涉外婚姻

者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其中外嫁婚中的外方男性平均学历等级最高，几乎 90% 的人都具有大专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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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及以上的文化程度。

表 6 2004 ～ 2011 年北京市涉外婚姻与国内婚姻人群的学历分布情况 %

文化程度
外娶婚 外嫁婚 国内婚

内地男性 外方女性 外方男性 内地女性 内地男性 内地女性

小学及以下 0. 11 0. 17 0. 15 0. 08 1. 87 2. 34
初中 2. 78 1. 36 0. 82 1. 69 13. 85 14. 25
高中 /中专 /职高 /技校 11. 76 9. 96 9. 30 9. 46 22. 90 21. 85
大专 /本科 59. 26 63. 78 59. 46 65. 26 48. 18 50. 43
研究生 26. 08 24. 73 30. 27 23. 52 13. 20 11. 14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数据来源: 根据北京市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库计算。

表 7 2004 ～ 2011 年北京市涉外婚姻与国内婚姻人群的平均学历等级及夫妇差距情况

年份
外娶婚 外嫁婚 国内婚

内地男性 外方女性 学历差 外方男性 内地女性 学历差 内地男性 内地女性 学历差

2004 3. 98 4. 16 － 0. 19 4. 13 3. 95 0. 19 3. 36 3. 28 0. 08
2005 4. 01 4. 06 － 0. 05 4. 13 4. 01 0. 13 3. 34 3. 27 0. 07
2006 4. 03 4. 06 － 0. 04 4. 21 4. 07 0. 14 3. 55 3. 50 0. 05
2007 4. 05 4. 05 0. 00 4. 21 4. 11 0. 10 3. 53 3. 49 0. 04
2008 4. 11 4. 15 － 0. 04 4. 20 4. 14 0. 06 3. 60 3. 57 0. 03
2009 4. 14 4. 18 － 0. 04 4. 18 4. 15 0. 03 3. 67 3. 65 0. 02
2010 4. 16 4. 16 0. 00 4. 20 4. 19 0. 01 3. 60 3. 60 0. 00
2011 4. 17 4. 18 － 0. 01 4. 27 4. 26 0. 01 3. 75 3. 75 0. 00
平均 4. 09 4. 13 － 0. 04 4. 19 4. 11 0. 08 3. 57 3. 54 0. 03

数据来源: 根据北京市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库计算。

基于夫妇组合的计算显示，涉外婚姻中双方均为研究生学历的夫妇占比为 13. 18% ，至少

一方为研 究 生 学 历 的 夫 妇 占 比 为 39. 26% ; 而 在 国 内 婚 姻 中， 上 述 比 重 分 别 只 有 6. 92%
和 17. 03%。

从教育匹配的角度看，总体上外娶婚是“男低女高”而外嫁婚和国内婚是“男高女低”，且外嫁

婚的夫妇学历差距相对更大一些。但是从表 7 所示的时序变动情况不难看出，三种婚配类型下的夫妇

学历差距都表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这与近年来内地男性和女性 ( 特别是女性) 的平均学历等级显

著升高密切相关。
北京的涉外婚姻以“高学历阶层”为主体，反映了其对于参与者文化素质的内在要求和选择性:

一方面，跨文化的亲密交往是涉外婚姻的重要前提，因而较强的语言交流能力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

步入涉外婚姻往往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包容力和国际化的视野，而这些通常都是在接受了较高的教育之

后才具备的。从外在条件的角度讲，北京不仅是中国高学历人才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而且作为拥有

全国最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城市，北京还集中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这也

为成就高学历的涉外婚姻组合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
3． 从年龄看，涉外婚姻者平均结婚年龄较大，外嫁婚的夫妇年龄差偏高

对于涉外婚姻，人们常常持有“妙龄女傍大叔”等刻板印象，而表 8 的计算结果对此形成了一

定的冲击。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不论男性还是女性，涉外婚姻的平均结婚年龄均明显高于国内; 外嫁

婚中的外方男性的总体平均结婚年龄甚至超过 40 岁。当然，这一结果同 “涉外婚姻中再婚者所占比

重较高”的特点是直接相关的。
不过，即使剔除了婚次状况的因素，涉外婚姻的结婚年龄依然高于国内通婚。在双方均为初婚的

情况下，国内婚中的内地男性和内地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分别为 27. 7 岁和 26. 0 岁，而涉外婚中相应

的年龄分别为 30. 7 和 28. 3 岁，外方男性和外方女性的平均年龄更大一些，分别达到 32. 9 岁和 2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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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在其余各种婚次匹配的情形下，男女平均结婚年龄的相对位次完全相同。考虑到北京的涉外婚姻

者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这一结果便不难理解; 跨文化的实证研究表明，结婚年龄与受教育程度之间

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30 ～ 31］。

表 8 2004 ～ 2011 年北京市涉外婚姻与国内婚姻人群的平均结婚年龄及夫妇年龄差 岁

年份
外娶婚 外嫁婚 国内婚

内地男性 外方女性 年龄差 外方男性 内地女性 年龄差 内地男性 内地女性 年龄差

2004 36. 1 34. 5 1. 6 40. 8 31. 9 8. 9 30. 2 27. 5 2. 7
2005 35. 7 34. 4 1. 3 40. 5 32. 6 7. 9 30. 9 28. 1 2. 8
2006 35. 6 34. 1 1. 5 40. 4 32. 6 7. 8 29. 9 27. 5 2. 4
2007 35. 5 33. 9 1. 6 40. 4 32. 7 7. 7 30. 7 28. 2 2. 5
2008 34. 9 33. 0 1. 9 39. 8 32. 4 7. 4 30. 6 28. 2 2. 4
2009 35. 5 33. 2 2. 3 39. 8 33. 1 6. 7 30. 3 28. 1 2. 2
2010 35. 4 33. 0 2. 4 39. 7 33. 0 6. 7 31. 0 28. 8 2. 2
2011 35. 5 32. 8 2. 7 39. 6 33. 5 6. 1 30. 7 28. 6 2. 1

初婚夫妇 30. 7 29. 3 1. 4 32. 9 28. 3 4. 6 27. 7 26. 0 1. 7
男初女再 35. 3 37. 5 － 2. 2 40. 0 36. 2 3. 8 34. 2 34. 1 0. 1
男再女初 41. 3 35. 0 6. 3 44. 6 31. 7 12. 9 37. 4 29. 5 7. 9
再婚夫妇 46. 1 43. 6 2. 5 52. 6 41. 8 10. 8 44. 9 40. 6 4. 3

平均 35. 7 33. 7 2. 0 40. 1 32. 7 7. 4 30. 5 28. 1 2. 4
数据来源: 根据北京市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库计算。

从匹配的角度看，年龄上不平衡的特点在北京的涉外婚姻中依然存在，即外嫁婚的夫妇年

龄差在三类婚配形式中是最大的，总体平均为 7. 4 岁。不过由于外方男性的结婚年龄逐年提前

( 这一变化与外方男性中再婚者比重下降的趋势相一致) ，而内地女性的结婚年龄逐年推迟，双

方的年龄在逐步趋近，从 2004 ～ 2011 年的 8 年间缩小了 2. 8 岁。相比改革开放之初，外方男性

动辄比内地女性大一二十岁的情形，北京近年的情况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转变。与外嫁婚相比，

外娶婚的夫妇年龄差表现出相反的变动趋势，在内地男性结婚年龄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外

方女性的结婚年龄有所下降，因而夫妇年龄差在逐年增大，从 2009 年开始已经超过了国内婚的

相应水平。
4． 从婚姻稳定性来看，涉外离婚有增多趋势，但“闪离”情况并不普遍

社会变迁对于婚姻关系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婚姻稳定性的下降。正如古德 ( Goode) 所说，

所有现代化的力量都会促使婚姻关系紧张，而通过离婚可以减少这种紧张关系，离婚率的上升或趋向

中值将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趋向［32］。
根据表 9 所示的离婚量和离结率 ( 离婚对数占结婚对数的比重) 等信息，可以看到北京近年的

涉外离婚量及其占全国涉外离婚的比重均呈快速上升的趋势; 另外，尽管北京涉外婚姻的离结率也表

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但始终大大低于国内婚姻的离结率，与全国平均的涉外婚姻离结率相比，北京

也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直到 2009 年才和全国水平相当。

表 9 北京近年涉外离婚的总体情况及变动
指标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涉外登记离婚总量 ( 对) 40 61 50 71 88 141 156
占全国涉外离婚的比重 ( % ) 0. 69 0. 74 0. 59 0. 80 0. 93 2. 45 2. 70
涉外婚的离结率 ( % ) 4. 11 6. 51 4. 27 7. 16 7. 55 11. 99 14. 38
国内婚的离结率 ( % ) 16. 72 25. 02 14. 64 22. 54 18. 58 16. 53 23. 67
全国涉外婚的离结率 ( % ) 9. 17 12. 86 12. 34 17. 31 18. 59 11. 69 11. 79

数据来源: 涉外登记离婚总量的数据来自《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 2005 ～ 2011 ) 中的“离婚登记”，比重和离结率等指标基于
“离婚登记”和“结婚登记”中全国和北京的相应数据计算得到。

注: 表中的“离婚”指在民政部门的登记离婚，不包含在法院诉讼离婚的情况; “涉外离婚”中也不包含与出国人员离婚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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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进一步就三类婚姻的离结率和婚姻维系时间①两个特征进行了对比。以离结率来衡量，可

见总体上涉外婚姻相对国内婚姻要稳定一些，特别是外嫁婚，但涉外婚离结率的上升势头也是非常明

显的。再看婚姻维系时间，国内婚姻较为稳定地保持在 10. 5 年左右，涉外婚姻则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外娶婚和外嫁婚的平均婚姻维系时间分别为 6. 02 年和 5. 56 年。

表 10 北京涉外离婚及国内离婚的特征比较

指标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平均

登记离结率 ( % ) 外娶婚 4. 23 6. 80 4. 96 8. 87 11. 89 14. 67 15. 33 16. 46 11. 03
外嫁婚 3. 24 3. 75 2. 37 5. 56 4. 94 10. 13 11. 53 12. 22 7. 08
国内婚 16. 72 25. 02 14. 64 22. 54 18. 58 16. 53 23. 67 19. 09 19. 01

婚姻维系时间 ( 年) 外娶婚 6. 72 5. 62 4. 30 3. 40 4. 79 6. 80 6. 09 5. 37 6. 02
外嫁婚 3. 58 4. 39 5. 19 4. 95 3. 34 5. 51 5. 12 5. 93 5. 56
国内婚 10. 90 10. 80 10. 54 10. 57 10. 35 10. 65 10. 66 10. 61 10. 53

数据来源: 根据北京市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库计算。
注: 涉外婚的分析对象为 566 例，未将“与华侨及出国人员的离婚 ( 共计 73 例) ”列入。

由于我国早期的涉外婚姻不乏目的性很强的 “跳板婚姻”以及缺乏深入交往的 “儿戏婚姻”，买

卖婚姻亦不鲜见，因而人们通常对于涉外婚姻的持久性并不看好; 而从表 10 所示的平均婚姻维系时

间来看，情况并不悲观。通过进一步统计计算我们还发现，涉外离婚中婚姻维系时间不足 1 年和半年

的情况分别占 7. 5%和 2. 1% ( 国内离婚中上述情形分别占 9. 1%和 4. 5%) ，“闪离”情况并不普遍，

可见北京的涉外婚姻是相对成熟和理性的。

五、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涉外婚姻的宏观统计数据和北京市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库，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北京

近年来涉外婚姻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2004 年以来，北京的涉外结婚数量及其占全国的比重均表现出了一定的上升趋势，北京也逐渐

跻身涉外婚姻密集地区之列。就婚姻组合方式而言，尽管北京的涉外婚姻仍然以外嫁婚居多，但外娶

婚的比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逐步趋向 “嫁娶相当”的平衡结构。北京的涉外婚姻涉及全世界

范围的 108 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了各大地理分区和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显示了其相当广泛的对

外联系和高度的社会开放性。
针对匹配特点的分析显示，尽管在婚次和年龄上，北京近年的涉外婚姻依然保持着中国早期涉外

婚姻所表现出的再婚者比例偏高、外嫁婚夫妇年龄差偏大等特点，但就不平衡的程度而言已经有了很

大的转变，也就是说，涉外婚与国内婚在婚次和年龄匹配方面所表现出的结构性差异正在逐渐缩小。
此外，在北京的涉外婚姻中，高学历者和高知组合均占有较大比重，这一方面体现了正常涉外婚姻的

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与北京所具备的高级人才密集、高层次科技文化交流频繁等外在条件密切

相关。
通过对涉外离婚和国内离婚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涉外婚姻并非通常印象中那般脆弱。尽管涉外

离婚的数量和离结率均表现出显著的上升势头，但这与社会和时代变迁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 外嫁婚

和外娶婚的离结率均大大低于国内婚，同时 “闪离”现象在涉外离婚中也并不普遍，从这个意义上

讲，涉外婚比国内婚相对还要稳定。
总体而言，北京近年涉外婚姻的特点显示出了更多正面的信息和积极的变动趋势，表明中国与世

界的“社会距离”正在拉近，也从侧面反映了北京和中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的稳步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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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于数据库中的离婚登记日期和离婚夫妇的结婚日期这两个字段可以计算出每一对离婚夫妇的婚姻维系时间，我们在计算时以
“月”为单位然后折算成“年”。



尽管婚姻是两性个体之间的事情，但任何婚姻都无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并受到社会的影响和

干预，跨越空间的涉外婚姻更是如此。就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特点而言，北京并不具备 “邻国通婚”
( 如广西、云南的中越、中缅通婚) 和“同源民族通婚” ( 如东北的朝鲜族地区与韩国的通婚) 的条

件，但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和对外科技文化的频繁交流依然为其涉外婚姻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显然更有利于理性、平等和持久婚姻的建立。伴随着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进

程，我国各地区将进一步走向开放和发展，相应的，涉外婚姻在日益普遍的同时也将更加平等和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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